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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既有研究侧重分析技术条件、组织结构等客观静态因素，忽视了数字政府建设是

不断化解知识生产障碍的动态过程。本文对 X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展开案例分析，将
其分为三个阶段：在面对上级模糊构想难以落地时，政府采用“上下共商”策略，使上级概念构想从单向传

达走向共同诠释，解码了知识缄默性；面对政企观念相互冲突，政府采用“横向互嵌”策略，改变了政企关

系，从浅层互联走向深度耦合，调和了知识异质性；面对员工工作惯习难以改变，政府采用“联合培训”策

略，使员工从被动接受走向双向互动，优化了知识不兼容性。通过案例剖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阶学习”

的分析框架，在面对知识生产的重重障碍时，政府既可以通过一阶学习完善现有行动策略；在遭遇阻滞时

也可以通过二阶学习反思问题根本原因，重塑组织间关系。一阶与二阶学习之间会经历反复循环，而且存

在切换条件，包括资源支持和备选替代方案，以及需由关键个体推动“学习之窗”的开启。本文试图对话既

有技术与组织关系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理解数字政府建设中知识生产障碍的化解过程提供了新的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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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今各国正加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但这一

进程时常遭遇阻碍。现有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

各种障碍：在技术层面，系统缺陷、技术故障都会影

响数字政府建设效果[1]；在组织层面，科层制运作逻

辑会重构技术作用方式，使之偏离原先设计[2]；在制

度层面，不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会阻碍数字化转型，

例如，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加码与府际竞争导致的

“智能官僚主义”，使技术赋能演变成技术“负”能[3]。

然而，随着各地数字化建设深入推进，本研究在田

野观察中发现了例外：一些地方开展数字政府建设

时，虽然也多次遭遇障碍，但在没有更换技术供应

商、调整组织结构以及重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却

能不断跨越障碍，最终实施了创新性的信息化项

目。在关键个体的推动下，政府决策者、基层员工以

及企业共同参与到了反复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弥补

了技术、组织和制度的缺陷。这意味着，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知识生产过程可能是没有被现有研究充

分讨论的、解释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关键要素。

在理论层面，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将外源性

技术嵌入政府组织的过程，而知识生产是决定技术

嵌入效果的关键：政府和企业共同将关于新工作流

程的知识封装到技术中，然后嵌入政府既有的业务

流程内，改造旧有的知识结构[4]。政府需要学习如何

在本地情境中部署外源性技术，使之更契合新的使

用情境[5]，这引发了知识生产的需要。具备学习能力

的政府才能实现外源性技术与组织的深度融合。但

在实践中，以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为目的的各类政

务信息化项目长期存在“懂业务的不懂技术，懂技

术的不懂业务”的问题：要么政府被企业把持项目

走向，偏离实际需求，数字化项目成为“花架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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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政府强势主导，运用行政力量把控方向，违背

了技术规律[7]，导致技术的“形式性采纳”，或是基层

对技术缺乏自主权，被动接受上级统一管理，导致

技术与基层实际相冲突，造成技术增负[1]。

一些研究已经意识到知识生产对于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如利用信息

系统促进知识沟通[8]、通过社会网络整合知识[9]等。

但是政府不同于企业，学习目标的模糊性以及组织

结构、文化、法规等限制，都使知识生产困难重重[10]。

同时，数字政府建设周期较长，每个阶段都有其技

术业务特点以及知识生产障碍，这对政府的知识生

产能力构成了极大考验，但现有研究没有充分回答

数字政府建设的知识生产过程是如何实现的。鉴于

此，本研究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

政府会面临哪些知识生产障碍？政府又是在什么条

件下，通过哪些知识生产策略克服这些障碍？在理

论层面，本研究有助于把微观的知识生产视角带

回数字政府建设研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从知识

生产角度为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实用的对策建

议。

本文将某直辖市 X区的政务信息化项目作为
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归纳式案例研究[11]，探究其面

临的知识生产困境和采取的应对策略，解释数字政

府建设过程中，政府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应对知识挑

战，并通过理论分析框架的整合形成与既有理论的

对话。实证资料来源于三个渠道：（1）参与式观察。
笔者自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在 X 区调研。
在此期间，笔者经历了项目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

施，再到系统开发，直至最后上线的全过程，通过参

与式观察、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2）调研访
谈。笔者团队受邀作为 X区数字政府建设咨询委
员会专家，期间不断开展访谈，对象涵盖政府方的

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信息化处工作人员和基层业

务人员，以及企业方的市属投资控股企业驻场员

工、项目监理和私人企业人员（含系统测试人员、产

品经理和运营主管），累计访谈时间约 1300分钟，
获得原始访谈素材约 13万字。（3）二手资料。收集
该项目开展过程中的资料，如相关政策、项目建设

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方案、原型图以及媒体

报道等。

2 案例叙述：X区数字政府建设的知识生产
过程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

强调借助数字技术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办事流程以

及降低行政成本，增加企业和群众满意度，构建良

好的营商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各级政府陆续开展

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呼应国家政策，赢得竞争优

势。由于 X区是所在市的经济开发区，聚集了全市
90%以上的信息技术企业，被视为该市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区政府非常重视营商环境建设。为此，X
区政务服务中心决定建设一个全新的迎商中心，通

过信息技术提高企业办事效率、实现政策精准推

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通过对

企业的数据分析，希望获得营商环境评价的“晴雨

表”、政务服务指数的“全景图”以及呈现经济活力

的“新地标”。X区政府将该项目列为区管委会年度
重点项目，并从三个方面提供保障：第一，在人员方

面。由一名具有软件工程专业背景的公务员具体统

筹该项目，其他参与项目的政府人员虽无信息技术

教育背景，但有一些信息化项目经验；第二，在资金

方面。确保信息化项目预算，在阶段性考核的前提

下分期拨付，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在设施方

面。区政府为项目专门配备整栋新建大楼，扩大办

公空间，吸纳更多技术设备，提升数据能力。

该项目由 X区管委会统筹推进，并由 X区政
务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涉及中心的信息

处、业务处、国企、民企、基层员工等行动者（见图

1）。其中，中心主任是主要决策者，负责决策拍板和
整体规划。具体事务由 X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
处负责执行和推进项目整体进度，协调各方关系，

后文将其称为技术官僚。中心的基层窗口人员是系

统的最终使用者，负责政务服务窗口的一线操作，

由信息化处平级的业务处管理。信息化项目的技术

开发工作由技术企业完成，开发方式遵循“总包-分
包”的模式，总包方为市属投资控股的国有企业，分

包方多为私人企业。信息化处和企业之间组成政企

联合小组，负责日常沟通。

X区的政务服务信息化项目是当地年度重点
项目，上级要求体现本地特色和地区领先性，不能

直接照搬其他地区模板。与大多数信息化项目类

似，政府的既有经验和知识不足以应对项目开发

的需求，需要与其他主体深度互动、共同参与知识

生产。因为涉及对未知领域的持续摸索，知识生产

障碍明显，因此本案例能充分反映数字政府建设

中知识生产障碍以及策略选择，符合案例研究的

理论抽样原则。在案例的外推性方面，政务服务是

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场景，在各地数字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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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率先推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合作模式

上，该项目由信息部门牵头、业务部门辅助、企业

提供技术、基层员工应用技术，采取了数字政府建

设的典型方式。这在其他政府层级、部门、领域的

信息化项目中也很常见[12]，都同样面临技术、政策

和业务知识在多元主体间的传递、吸收和再生产

问题[13]，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可外推性。笔者团

队对该项目的全程参与也保障了案例素材的完整

性和丰富性。

该项目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知识生产过程（见图

2）：一是原型方案设计。作为项目决策者的中心主
任与技术官僚之间展开深入沟通，明确决策者的概

念意图与政策方向，将其转化为具体功能。然后，技

术官僚和企业一同设计初步的系统原型。原型设计

通常以技术图表的形式呈现，用于直观展示信息系

统的基本功能与结构。二是信息系统开发。企业在

技术官僚的组织下，根据前一阶段的系统原型设计

进行系统代码开发，包括多个子阶段，如模块开发、

集成、单元测试等。实际开发工作会分配到各个分

包的民营企业，再由总集方的国企整合。三是系统

运行反馈。系统正式上线后，由基层员工、用户等主

体对系统测评，提出反馈。技术官僚和企业将基层

员工的反馈信息融入系统设计中。需要说明的是，

三阶段划分更多是为了便于阐述，现实中并不是完

图 1 参与政务信息化项目的不同行动者及其关系

图 2 按阶段划分不同主体间知识生产过程

项目决策者

技术官僚

（掌握技术知识）
技术官僚

（掌握业务知识）

委托项目执行权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联合开发小组

中心信息化处公务员
具体对接 管

理
中心业务处公务员

分管

基层窗口人员市属国有企业总包

分包

民营企业 A 民营企业 B ……

原型方案设计

信息系统开发

系统运行反馈

决策
者

技术
官僚

企业

技术
官僚

总包
企业

分包
企业

分包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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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人员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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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调
整

主体间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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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按部就班的线性流程，而是会在阶段内、阶段间

经历多次循环。

不同阶段的问题情境引发了不同类型的知识

生产障碍。在项目初期，政府要从上级模糊的政策

需求出发，为项目寻求政策合法性，才能得到上级

的长期支持，同时还要吸纳下级的反馈，提升项目

的可行性，因此隐性知识（即知识缄默性）在上下级

互动中显著存在。随着项目进入执行阶段，知识生

产的重心逐渐下沉，知识异质性特征随之显现。数

字政府建设涉及决策者、技术官僚、国企和私企等

多元主体参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知识储备各有不

同，容易出现交流障碍。最后，随着信息化项目转入

实际运行阶段，知识不兼容性成为主要矛盾。知识

不兼容性是指学习者面临与其既有价值体系、经验

不符的知识情境。数字化建设会给原有工作习惯带

来较大冲击，基层员工作为使用者面临新挑战。对

于每一个问题，各方主体都进行了多轮组织学习，

反复探索、比对最适合的知识生产策略。

3 上下共商：知识缄默性的解码策略

3.1 知识生产障碍：上级模糊构想难以落地

信息系统开发的第一步是原型方案设计，而设

计的前提是明确系统的需求与功能。中心决策者需

要整合上级政策要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形成信息系

统的概念构想，确立项目总体方向。然后，决策者将

概念构想传达给负责执行的技术官僚，以便将构想

表达为更清晰的业务和技术语言。在这一阶段，知

识生产的挑战来源于知识缄默性，即如何将决策者

模糊的概念构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原型方案。如工作

人员所说：

“我们在开展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时，往往会

参考国家政策方针，再结合本地化的需求提出一些

构想，这些构想往往是抽象宏大的，例如打造全国

领先的政务服务体系、极简审批、极优服务等等，如

何将这些构想落地成操作化内容是我们前期工作

重点也是难点。”（访谈记录：20230901XZW①）

决策者的概念构想是典型的缄默知识，其缄默

性一方面来自上级政策表述的模糊性，这些文本存

在大量模糊空间，蕴含了项目建设的不同意图和方

向，依靠决策者个人长期积累的政策直觉加以揣摩

消化，并阐述为简单易懂的概念构想；另一方面，缄

默性来源于公共利益的复杂性，政务信息化项目要

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将多种目标和功能整

合到同一个项目中。起初，中心的 A主任对项目的
概念构想便蕴藏了两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目标：既希

望能够实现项目的创新争优，又希望按时完成任

务，但这种不一致性在最初不易被察觉。

3.2 单向学习：用修辞策略解读缄默知识

为更好传递概念构想，A主任在最开始采用了
类比和比喻等修辞策略。这一做法在中国的政治与

行政实践中并不少见，官员常用比喻、口号一类的

修辞策略来传达其对特定政策、国家发展方向或社

会问题的态度，使抽象理念形象化，更容易被各方

理解接受[14]，例如将城市精细化管理比作“绣花针

功夫”。在初期项目会议上，A主任为了将自己的概
念构想传达给技术官僚，也大量采用了语言技巧，

试图化解知识缄默性。

“在内部会议上，A主任表示为更好服务好企
业，营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要从‘经营者’走

向‘服务者’的角色，打开大门欢迎企业到来。所以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企业会客厅’，从‘营’商走向

‘迎’商。这种方式能将我们政务服务设计理念具象

化，因而既能方便业务人员理解项目的逻辑，又能

对上级、对社会各界宣传本地项目的特色。”（访谈

记录：20230911XZW）
为实现 A主任提到的扮演好“服务者”角色，

建设“企业会客厅”的理念。技术官僚同企业展开讨

论，将整个迎商中心的业务流程分为五个核心步

骤，包括企业了解、材料编排、宣传推介、资源匹配

以及引导关注，针对每一个环节展开设计，以回应

A主任提出的“无感化”设想。随着项目不断推进和
落地，“创新争优”和“按时完成”两个内在目标之间

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A主任希望借助信息化
项目推行新的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窗口服务标准化

程度，满足 X区政府对年度重大项目的期待；但另
一方面，如果在建设初期就引入大量创新设计，便

极有可能拖累整个项目进度，使验收效果大打折

扣。

随后，项目人员在“创新争优”和“按时完成”两

个目标之间争论权衡，众人各执一词，项目进入了

僵持状态。其本质上反映了仅有修辞策略并不能完

全解决缄默知识外显化问题。如果概念构想简单可

行，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收者所处的情境差异不大

时，修辞策略是足够的。但在复杂学习情境下，当决

策者的概念构想进入具体应用场景时，需要整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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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体的缄默知识。若一味追求实现决策者预设的

理想化情形，便会阻碍项目进程。

3.3 双向学习：从单向传达走向共同诠释

随着项目陷入僵局，众人逐渐意识到，仅仅将

A主任的概念构想以直观的方式转化为原型方案
设计已经远远不够，而需要深度挖掘概念的深层含

义，赋予更丰富的可行性。在察觉到项目推行遭遇

阻碍后，技术官僚成为了知识生产中的关键个体。

他们抓住时机，通过“上下共商”策略让多元主体共

同完成对缄默知识的重新诠释，具体包括三个步

骤。

一是“小步快跑”。在与 A主任的项目会议结
束后，技术官僚和企业技术人员马上开展行动，通

过实际行动来验证上级构想的可行性。这有助于在

项目早期发现和解决问题，减少风险，突出了敏捷

管理思维。二是“期望管理”。在项目初期，出于政治

考量，A主任侧重于宣传那些迅速展示成效、吸引
公众注意和上级支持的亮点功能。这些亮点的宣传

效果显著，但经常会忽略实际执行中的挑战。临近

向 X区政府汇报阶段成果的时间节点时，绩效展
示压力和完成任务压力开始上升，技术官僚适时提

醒 A主任把注意力转移到项目的可见进展上，降
低过高的期望。三是“目标重构”。当 A主任也察觉
到遭遇项目阻滞时，开始反思原先目标的可行性，

技术官僚适时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提出了新的技术

方案，优化了原有的概念构想。新方案融合了 A主
任的政策知识、企业人员的技术知识和技术官僚的

业务知识，将“企业会客厅”的办理事项划分不同层

级，对于每一个步骤所需要实现的功能设定为优先

级。在优先保障信息化项目按期上线的前提下，再

去拓展新的功能设计；同时，不再强调一定要通过

信息系统实现概念构想中的所有功能，从而减轻原

型方案设计的压力。

“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设想，之后我们不断将

领导提到的关于新型营商环境下的政务服务想法

形成可执行、可落地的标准化流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些想法我们保留了，有些我们改进了，有些我们

作为后期开发的选项。可以说，正是一个一个小功

能的迭代更新，才成功保障了将设想一步一步落地，

这需要各方通力合作。”（访谈记录：20240227XZQ）
在原型方案设计阶段，各方主体为克服由知识

缄默性带来的知识生产障碍，从基于修辞策略的单

向学习走向了基于上下共商的双向学习，有效促进

了上级模糊构

嵌：知识异质性的调和策略

4.1 知识生产障碍：政企不同观念相互冲突

在完成原型方案设计后，信息化项目建设进入

系统开发阶段。这一阶段要将原型方案转化为具体

代码，主要涉及技术官僚与企业、国企与民企之间

的互动，知识生产障碍主要源于知识的异质性，表

现为不同行动主体对系统开发的不同期待。如工作

人员所说：

“我们做信息化项目最担心的便是企业不懂我

们的业务，只会生搬硬套，这样做出来的项目是很

难符合我们要求的。”（访谈记录：20231103XZA）
知识的异质性越高，行动主体间的矛盾也越明

显。经济效益至上的企业更希望将标准化方案直接

用在项目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复用成熟

的技术方案，能够降低开发成本，产品得以快速推

向市场，还可以统一维护；另一方面，这些标准方案

经过多次迭代，相对更可靠和稳定。但是，每个地区

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和挑战，地方政府致力于提供高

质量的公共服务，在上级面前彰显特色，标准方案

显然无法满足政府需求，因此政务服务中心有强烈

的动力要求企业提供个性化方案。

“我发现他们都倾向于直接在已有系统模板上

进行开发和设计，但这样是很难满足我们这边创新性

需求和个性化需求的。”（访谈记录：20231110XZM）
4.2 单向学习：用建模语言融合异质知识

为了弥合知识异质性，政府要求企业设计和绘

制大量原型图，按照原型图协调各方的设计思路。

作为一种通用视觉语言，原型图能将复杂的技术概

图 3 解码知识缄默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知识特性：知识缄默性

单向学习：修辞策略

双向学习：上下共商

体
现

应
对

更
新

障碍

上级模糊构想
难以落地

化
解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念和业务流程以图像方式呈现。这对于知识背景不

同的参与者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迁移工具，因

为它降低了专业门槛，使得非技术背景的行动者也

能理解系统开发的基本思路，打破了政企之间的理

解障碍。X区政务服务中心选择了一家市属国企作
为项目乙方，即“总集”（项目总集成单位）。接下来，

总集方按照原型图，将项目拆分为不同模块，并在

图中规定了子模块之间的信息输入输出以及业务

衔接关系，再由分包后的企业完成子模块开发。在

“总集-分包”模式中，不同分包方专注于项目的不
同功能，最终将功能串联成整体。可见，原型图实现

了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功能。

但是，尽管有系统原型图、业务架构图、业务流

程图等大量图表模型供参考，但仍存在大量隐含的

技术细节。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分包企业会根据

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在项目管理和实施上采取不

同的方法和工具，这种“分布式开发”增加了知识的

异质性，对企业之间的协调配合构成了巨大挑战。

结果便是不同企业开发的模块间接口不匹配、数据

不一致，影响了系统的整体性。尽管技术官僚要求

总包企业再度完善了原型图，但仍没有彻底解决问

题。

“本来各个功能模块的业务流程应该由企业方

通过去业务处调研的方式，完成业务流程设计的最

终版本，但是我发现他们梳理的（流程）不符合实际

情况，最后还是我自己梳理了一下工作流程和泳道

图。而且，我发现系统之间的接口他们都没有完成，

大家并没有统一谁来建设系统的公共接口部分。”

（访谈记录：20231117XZM）
4.3 双向学习：从浅层互联走向深度耦合

知识异质性所引发的知识障碍迟迟未能解决，

陷入了政府和企业、国企和民企之间漫长的推诿扯

皮之中，效果不尽如人意。迫于系统上线的时间压

力，在决策者的授意下，技术官僚意识到各方之间

存在深层次的知识分歧，难以通过建模语言这类浅

层的、正式化的方式化解。于是技术官僚转换了观

念，果断采取了“横向互嵌”策略，将主体间的浅层

互联推向深度耦合，包括三组措施：第一，政企联

合。原先的“政府-总集-分包”的委托代理关系会
带来层层信息衰减，为解决这一问题，技术官僚借

助政企合作小组的治理框架，与各个企业召开一周

多次的合作会议，通过密集互动消除分歧，推进知

识整合。第二，主动学习。政府方由一位拥有软件专

业背景的公务员牵头，主动学习信息系统开发知

识，在必要时候，还会和企业人员共同设计业务流

程图。共同的知识背景有助于建立组织成员的认同

感，促进知识交互[15]。第三，专人驻场。员工流动是

知识转移的有效机制。政府要求企业派遣员工直接

进驻政府，以便随时联系企业，减少了信息传递时

间，加强了各方的合作与信任。

“事后，当我们总结这个项目的经验时，我们发

现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便是甲方深度参与乙

方工作，这样乙方做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最贴合

我们的需求，从而最终实现我们预期的项目创新成

果。”（访谈记录：20240227XZQ）
综上所述，在信息系统开发阶段，各方主体为

克服由知识异质性带来的知识生产障碍，从基于建

模语言的单向学习走向了基于横向互嵌的双向学

习，有效调和政企相互冲突观念，如图 4所示。

图 4 调和知识异质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5 联合培训：知识不兼容性的优化策略

5.1 知识生产障碍：基层工作惯习难以改变

最后一个阶段是系统的运行反馈。系统上线

后，政务服务大厅的基层员工开始运用信息系统提

供政务服务，技术官僚和企业仍然要不断调试和修

改系统，以便更好地贴合实际业务场景。这一阶段

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分析和整合基层员工意见，评

估信息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基层员工不仅要识

别系统中的技术问题，还要提出调整和优化系统功

能的建议，以更好适应用户实际需求。在这一阶段，

知识生产障碍源于知识不兼容性。知识兼容性源自

政策创新研究的“创新兼容性”概念，这里指新知识

与学习者以往经验、价值观的一致性[16]。知识不兼

知识特性：知识异质性

单向学习：建模语言

双向学习：横向互嵌

体
现

应
对

更
新

障碍

政企不同观念
相互冲突

化
解

多
阶
学
习
：
数
字
政
府
建
设
中
知
识
生
产
障
碍
的
化
解
逻
辑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第
二
十
二
卷

第
四
期

二○

二
五
年
十
月

Vol.22
No.4

Oct.,2025

容性越高，新知识越难被吸收。案例中，知识不兼容

性体现在新的系统流程与基层员工原有的业务流

程习惯不一致，需要员工采取新的工作方式，但技

术官僚很快发现，员工对转变工作方法并不感兴

趣。

“我们一开始也想让员工来参与我们的设计，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员工的视野只有手里

那份工作，希望他们来主动思考自己业务改进流程

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自己根据设想设计了新的

系统业务流程。”（访谈记录：20231110XZW）
5.2 单向学习：用教学培训平衡冲突知识

为更好促进员工接受新系统，政务服务中心采

取了教学培训策略。在项目上线的前一周，信息化

处组织了一次系统测试和业务培训工作。但在系统

测试过程中，基层业务人员面对新系统出现了抵触

心理，这是因为新系统相较于原有系统的操作流程

有所不同，一方面会改变他们既定的工作模式；另

一方面，由于信息系统要求处处留痕，员工感到自

主权受到极大挤压，无形中加重了对系统的抵触。

一位基层员工坦言道：

“新系统的背后逻辑我其实不太明确，改变了我

之前的工作习惯，而且对于我工作过程中的行为进行

了更多的记录，我担心使用新的系统后，我的个人时

间会被极大压缩。”（访谈记录：20230812XQH）
新设业务流程与基层员工工作惯习之间的不

兼容性还阻碍了使用感受的有效反馈，自上而下设

置的、短期的简单教学培训并不能有效反映系统的

潜在隐患。有些员工即便发现了系统问题，也因为

消极情绪或缺乏反馈渠道等原因，没有能够及时向

上反映。随着信息化项目正式上线，系统问题逐渐

暴露，有一些数据分析结果严重偏离实际，不少企

业反映体验不佳，技术人员也反映系统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

5.3 双向学习：从被动接受走向双向互动

随着系统测试信息反馈至决策者和技术官僚，

系统设计不当与基层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逐渐暴

露。于是，在 A主任的指导下，技术官僚重新进行
了新一轮的培训，采用“联合培训”策略解决知识不

兼容性造成的阻碍。首先，更多基层员工参与到决

策者、技术官僚和企业人员的工作例会中，这为他

们提供了直接与系统设计者交流的机会。其次，新

一轮员工培训不再是单方面灌输，而是双向交互：

技术官僚一方面鼓励基层业务人员主动学习新的

操作流程，总结经验知识和体会；另一方面，决策者

和技术官僚也来到中心窗口，上手操作和亲身体

会，了解系统设计的具体不足。最后，正式上线的信

息化系统本身也发挥了知识传递的作用。系统有一

个反馈表单功能，基层员工和企业客户可以把使用

体验反馈给系统开发者，这些反馈信息会纳入下一

次的功能修改中。

“首先要跟员工讲信息化系统的理念，告诉员

工每个步骤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可能的自主裁量权

是什么。其中，信息化的理念和思维是最重要的，只

有这样，员工才可能真正考虑系统的改进方向，不

然一直都是被动接受。我们最终希望通过数字化系

统的建设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建立数字化思维。”

（访谈记录：20240227AZQ）
综上所述，在系统运行反馈阶段，各方主体为

克服由知识不兼容性带来的知识生产障碍，将基于

教学培训的单向学习转向了基于联合培训的双向

学习，有效调适了基层员工的工作惯习，如图 5所
示。

图 5 优化知识不兼容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6 理论建构：基于案例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6.1 多阶学习：一个分析框架

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在不同

知识生产阶段面临不同的知识特性，分别是知识缄

默性、知识异质性和知识不兼容性，带来了上级模

糊构想难以落地、政企不同观念相互冲突以及基层

工作惯习难以改变等知识生产障碍。在每个阶段初

期，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知识生产策略，分别是修

辞策略、建模语言以及教学培训，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初期的三种学习策略存在一些共同点，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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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投入较少，启动速度快，以政府对企业、国企向民

企、上级管理者对下级员工的单向输出为主，项目

管理者默认项目设计环节和项目执行环节可以分

开进行。从更深层的治理理念来看，各方之间是一

种“行政发包”关系，发包方更关心最初的目标计划

和最后的结果，不关注承包方的行动细节。在问题

出现时，政府第一反应不是反思原先知识生产方式

的合理性，而是对原来的行动策略修修补补，并没

有彻底解决问题，导致项目陷入了僵局。在反复觉

察到项目停滞时，以技术官僚、决策者为代表的关

键个体才重新评估问题的知识特性，推动政府从单

向学习向双向学习转变。他们发现深层次的缄默

性、异质性和不兼容性问题难以通过传统的发包方

式解决，于是将知识生产策略升级为“上下共商”“横

向互嵌”和“联合培训”。这些策略都要求行动者之间

频繁互动，从单一中心的单向输出转变为多中心的

集体学习。这也标志着治理理念的调整，即从松散

关联的“行政发包”模式转向更紧密互动的“合作网

络”模式，通过集中开会、专人驻点、共同作业等方

式，与各个企业、基层员工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知识

生产网络比科层结构更加灵活和扁平化，可以快速

触达各种知识的来源。同时，合作网络关系又比纯

市场关系更紧密，在面临时间压力时能将企业员工

召集到政府进行封闭作业。

基于案例分析，通过连接田野与理论 [17]，本文

提炼出一个“多阶学习”的本土化分析框架（见图

6）。
首先，每当数字政府建设进入一个知识生产的

新阶段，面对新的任务目标和行动者关系，政府都

要识别问题的知识特性，如知识的缄默性、异质性、

不兼容性等。不同特性的知识有不同的迁移和整合

难度，会造成不同的知识生产障碍，应匹配不同的

知识生产策略。知识生产策略是指政府用于促进知

识生产的方法、工具和策略，包括故事和隐喻、项目

小组、信息系统等[18]。其次，“问题知识特性-知识生
产策略”的匹配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很有可能因为

对问题知识特性的认识不足或者知识生产策略的

执行不当，导致行动结果与预期不匹配时，政府遭

遇知识生产障碍。最后，政府会启动两类学习过程，

即“一阶学习”和“二阶学习”。一阶学习是指政府组

织在遇到知识生产障碍后，在不改变现有目标或行

动假设前提下，仅通过局部调整知识生产策略来解

决问题；二阶学习是指政府组织在面对问题时，会

深入反思、修改政府组织已有假设与目标，对组织

的知识生产策略以及组织间关系作出整体性调整，

来实现更有效的问题解决和自我革新。一阶学习的

成本较低，可以解决策略执行不当的日常问题，快

速收集经验。但如果涉及对问题知识特性的认知调

整以及对行动策略的根本改变，一阶学习会导致行

动结果和预期不相符，知识生产障碍依旧存在。如

图 6 多阶学习：数字政府建设跨越知识生产障碍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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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政府此时启动二阶学习，行动结果则会符合预

期，障碍成功化解，进入到知识生产的下一阶段。可

以说，这两类学习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

转化、循环往复，并在不同情况下占主导地位。

本研究还发现，从一阶学习到二阶学习的切换

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存在四个关键条件。

一是资源支持。二阶学习是一种高阶学习模式，涉

及深入的反思和策略调整，因而需要足够资源保障

试错和改进。同时，资源的支持也带来了相应的绩

效展示压力，这涉及第二个条件。二是“学习之窗”。

这一概念借鉴了多源流模型中“政策之窗”概念[19]。

“学习之窗”是指知识生产障碍被决策者关注并解

决的契机。在政府内，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机会得

到被决策者的关注，只有在合适的机遇下，知识生

产问题才能够被提上议程。正是因为政务服务中心

需要不断向 X区政府乃至更上层释放积极的绩效
信号，决策者 A主任才会时不时关注项目实际运
作，反思原先设想的合理性，给二阶学习的启动带

来了机会。三是可选方案。二阶学习的发生还要求

在原有方案无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具备探索替代路

径的能力。四是关键个体。在数字政府建设的知识

生产中，关键个体需要扮演三种作用：其一，向上管

理。在项目之初方案尚未明朗时，要快速获得信息，

达到领导初步要求。在项目推进遇到瓶颈时，敏锐

识别领导期望变化，抓住恰当时机提供替代方案，

启动二阶学习；其二，横向管理。要在不同部门、政

企之间协调知识共享；其三，向下管理。推动一线人

员从被动接受到与管理者双向互动，激发基层参与

者的能动性。

6.2 理论对话：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解释

6.2.1 把知识带入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

目前许多研究尝试对数字政府建设成效作出

解释，大多围绕技术与组织关系视角展开。“技术决

定论”认为技术是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就能带来治

理能力提升。“组织建构论”认为技术并非客观存在

物，而是会被组织与社会结构所塑造[20]。而“技术-
组织互构论”认为技术与组织是共同演进的，技术

会改变组织的运行方式，组织特征也会影响技术实

施[21]。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指出上述理

论过分强调了技术与组织的客观静态结构，停留在

“技术-组织”的宏观抽象层面，遮掩了行动者博弈
的微观互动过程[22]。不过，这些后继研究通常将行

动者的互动归结到“权力-利益之争”[23]或“文化-观
念之争”[24]，没有看到行动者的矛盾经常源自技术

和业务知识的匮乏和隔绝，这并非通过利益妥协或

者改变价值观念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各方不断交换

知识、挖掘创新方案，推动外源性技术深度嵌入新

的组织情境。

因此，本文可能的理论边际贡献在于将知识生

产的视角带入技术与政府组织的关系研究，讨论了

政府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生产障碍、参与知识生产

的行动者、知识生产策略的选择以及这些要素的动

态关系，为解释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大多数研究更关注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过

程，忽视了一项新技术最初引入政府的过程。事实

上，技术导入阶段是决定政务信息化项目成效的关

键环节[4]，此时技术和组织关系尚未定型，行动者们

需要设计信息系统的功能架构，规划技术嵌入业务

流程的方式，此时知识生产的成效决定了后续的技

术运行是否顺畅。很多因前期学习失败埋下的隐患

都会在后续显现，且很难补救。因此本文弥补了现

有研究对于技术导入阶段关注的缺失。

6.2.2 迈向动态复杂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政府知识生产存在诸多障

碍[25]。第一，由于公共目标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政府

活动包含大量隐性知识[26]，使知识生产变得十分困

难[27]。第二，科层结构形成的部门和层级壁垒，阻碍

了知识共享[28]。守旧文化也营造了“知识囤积”的氛

围，政府更倾向于将知识视为“垄断资产”[29]。第三，

政府面临严格的外部问责，汇报程序复杂，限制了

知识共享[30]。针对知识生产障碍的化解策略，西方

组织学习理论可分为“阶段模型”与“策略模型”两

大类。其中，“阶段模型”主要从时间维度的纵向脉

络，梳理知识生产的发展轨迹，认为知识生产以及

障碍化解具有显著的多阶段特征。许多经典模型都

属于阶段模型，如阿基里斯等提出组织学习的四阶

段模型：发现、发明、执行和推广[31]。克罗森等构建的

4I模型，将组织学习分为观察、解读、整合以及制度
化四个环节[32]。野中郁次郎的 SECI模型着眼于显
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转换，通过社会化、外在

化、组合化以及内在化四个过程实现组织学习[33]。

与“阶段模型”不同，“策略模型”从“横截面”切入知

识生产，聚焦不同的知识生产策略如何化解障碍。

首先是技术工具。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知识管理系

统和虚拟协作平台可以汇聚分散知识，实现知识存

储、检索、分享和更新[34]。其次是关键个体。一些关

键个体会抓住机遇，对知识加以利用，动员其他行

动者参与知识生产[35]。最后是协调体系。政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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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部门协调体系促进知识流动，如营造社会

网络，拓宽知识来源[36]；再如构建项目小组、工作组

等正式的横向协调机制，打破结构约束[37]。

然而，这些西方模型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阶

段模型蕴含了“线性过程”和“封闭系统”两大预设，

把知识生产理想化地视为一个按固定步骤依次进

行、与外部环境隔绝的过程 [38]，这难以充分解释中

国数字政府的实践。以最经典的 SECI模型为例，
其“线性过程”体现为：组织学习要先经过隐性知识

的社会化，即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活动来分享不同

个体的经验、诀窍等隐性知识；然后是隐性知识的

外显化，即通过隐喻、类比等策略将隐性知识表达

为显性知识[33]。其他阶段模型也有类似的线性特征。

但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阶段间的跨越并不会一蹴而

就，而是会在同一个阶段停滞不前或反复更迭，这

种动态反馈、循环迭代的特征并没有被现有模型充

分考虑。而“封闭系统”假设的问题在于，数字政府

建设属于开放系统，并非政府的独角戏，而是涉及

政府多个层级、部门以及与不同企业之间的复杂互

动，知识生产高度依赖内外部的资源、信息交流，面

临明确的资源和时间约束，但现有模型忽视了这些

外部情境条件。此外，策略模型虽然有助于挖掘知

识生产的内在机理，但是通常只研究单个策略的作

用，对知识生产策略的探究比较碎片化，不同的知

识生产策略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在什么条件下能够

切换？这些策略关系还有待深入探讨。

因此，本文对于组织学习理论的边际贡献有三

点。第一，突破了线性过程假设，探讨了数字政府建

设情境下知识生产的反复迭代特性：随着数字化项

目推进，知识缄默性、知识异质性、知识不兼容性会

在不同知识生产阶段相继出现，带来不同的知识生

产障碍。在每个阶段，障碍化解的过程并不会一蹴

而就，对于问题知识特性的认知和策略也不会一成

不变，而是在试错比对中不断更新。第二，突破了封

闭系统假设，提炼了二阶学习启动的情境条件。在

数字政府建设中，二阶学习的启动需要满足前提条

件，分别是资源支持、“学习之窗”的开启、可选择的

替代方案以及关键个体的推动。第三，揭示了不同

知识生产策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层次性。修辞

策略、建模语言、教学培训是浅层策略，而上下共

商、横向互嵌、联合培训需要构造政企联合小组，形

成密切的人际网络，涉及更高频的、双向的知识互

换，是更深层次的知识生产策略。相较而言，浅层策

略比深层策略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调用。另一方

面是可转换性。随着知识生产不断遭遇障碍，行动

者对问题知识特性的认识加深，浅层策略会失效，

就需要进入二阶学习阶段，调整为更深层的策略。

相较于其他组织学习理论，双环学习理论在解

释组织如何借助不同层次的学习以适应环境、调整

认知并转变行动策略方面[39]，与本文较为契合。然

而，双环学习理论过分突出了双环学习的重要性，

预设双环学习比单环学习更优，没有提到单环学习

低成本、快速积累经验的价值。另外，虽然该理论提

出了单环学习到双环学习的单向转换，却忽略了政

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科层组织的层级结构以

及任务部署的权威性与数字化项目的敏捷灵活性

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在转型进程中不断切换不同学

习过程，维持一阶学习和二阶学习的动态平衡，因

此本文的“多阶学习”概念更符合政府场景。此外，

双环学习也存在“封闭系统”假设，并没有看到双环

学习作为一种高成本、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学习方

式，要如何在复杂的政府组织环境中启动，也没有

深入讨论学习中的行动者、可选知识生产策略、所

面临的问题等具体内容。本文弥补了这些不足，讨

论了政府背景下多阶学习的启动过程。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解决数

字政府建设的知识生产障碍，首先，政府在数字化

项目中不能当“甩手掌柜”，将执行细节全部交给企

业，而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增强技术能力，努力构

建知识生产的合作网络，才能化解深层次的知识生

产障碍。其次，要重视“关键个体”或“知识中介”的

作用，他们是多阶学习的关键行动者。要培养部门

内“首席数据官”和“数据专员”、邀请高校作为第三

方或由数据管理机构派专人驻点等，促进组织间的

知识转化。最后，信息化项目要增强用户视角。政府

和企业不能“唱独角戏”，应调动基层业务人员和用

户参与，还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来搜集和分析反馈信

息，提升项目开发的敏捷性。

7 结论与讨论

数字政府建设通常涉及外源性技术嵌入政府

实现本地化的过程，这对政府的知识生产能力提出

了要求。但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技术、组织、制度等

客观静态因素，忽略了政府的动态学习能力。本文

对 X区政务服务信息化项目展开案例分析，发现
X区项目在不同阶段面临知识缄默性、异质性和不
兼容性等问题，导致上级模糊构想难以落地、政企

观念冲突、基层工作惯习难以改变等障碍。项目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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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采用的修辞策略、建模语言、教学培训等单向学

习策略效果有限。随着问题暴露，关键个体推动政

府转向双向学习，运用“上下共商”“横向互嵌”“联

合培训”等双向学习策略成功化解障碍。基于此，本

文提炼出“多阶学习”分析框架，包含一阶学习和二

阶学习，二者相互转化、循环，从一阶到二阶学习的

切换需要资源支持、“学习之窗”开启、可选方案及

关键个体推动等条件。在理论层面，本文将知识生

产视角引入技术与政府组织关系研究，弥补了现有

研究对技术导入阶段关注的不足；突破西方组织学

习理论的局限，揭示数字政府建设中知识生产的反

复迭代特性、二阶学习启动条件及不同知识生产策

略间的关系。

本文的局限性以及拓展方向在于，研究结论主

要适用于项目复杂程度超出政府现有知识储备的

情形，这也是很多数字化建设经验不足的政府部门

以及面对创新争优压力的先进地区政府时常面临

的情境。如 X区官员在完成第一期项目后提到的：
“这一期项目做完后我们才意识到它在经费和

难度方面都已经创造了本区的历史，也远远超出了

我们当初的设想。”（访谈记录：20241010XZA）
但是，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从探索期走向成熟

期，政府知识储备不断积累，知识生产障碍的化解

过程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观察。

致谢：本文曾入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2023年
年会青年学者论坛及北京大学“数字治理”博士生

工作坊，感谢与会专家和老师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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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 Organizational Explanation of Responses to Non-Routine Task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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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1672=6162（2025）04=0001=E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by governments to reshape the structure and opera-
tion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in responding to sudden crises and
non-routine tasks. Based on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this study takes non-routine tasks as the
point of entry to analyze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and to reveal the structural paradox-
es in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such tasks. At the empirical level, stochastic simulations of a public health e-
mergency a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temporary
command centers and permanent emergency departmen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demonstrate advantages in decision-making and command, information flow,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patial co-
ordination, thereby compensating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and resolving the
dilemmas in responding to non-routine task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ag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gover-
nance, offering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in managing complex crises.
Article TuPe：Researeh Paper
Keu Words：Task-Oriented Organizations; Emergency Management; Non-Routine Tasks;

Complexity; Stochastic Simulation

（2）Multi-Order Learning: The Logic of Overcoming Barrier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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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1672=6162（2025）04=0016=EA
Abstract：Existing research on govern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analyzing ob-
jective static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while neglecting the dynam-
ic process of overcoming barrier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herent to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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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formatization project at the X District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dividing the process into three phases. First, when faced with ambiguous top-level conceptualizations, the gov-
ernment adopted a "vertical government-business consultation" strategy to transition from one-way directive
communication to collaborative interpretation, thereby decoding the tacit knowledge. Second, in addressing con-
flicting perspectiv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 "horizontal embeddedness" strategy was employed
to shift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from superficial connectivity to deep integration, reconciling the hetero-
geneity of knowledge. Third, to overcome resistance to change in employee work habits, a "joint training" strat-
egy facilitated a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bidirectional engagement, optimizing knowledge incom-
patibility.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order learn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reveals
that governments can refine existing action strategies through first-order learning when confront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barriers, while second-order learning enables reflection on root caus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in-
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when progress is obstruc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first-order and second-or-
der learning involves iterative cycles, contingent upon conditions such as resource support, alternative solutions,
and the activation of "windows of learning" driven by key individuals. By engaging with existing theories on
technology-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un-
derstanding how knowledge production barriers are resolved during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t advances
the discourse beyond static technical and structural analyses, emphasiz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adaptive
learning mechanism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ticle TuPe：Researeh Paper
Keu Words：Digital Governm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Multi-Order Learning,

Government Services, Overcoming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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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ment Service Reform in Guizhou Province

Feng Yuanyuan1,2,3·28·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3. High-end Think Tank for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Guizhou,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25）04=0028=EA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ls is a dynamic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occurs
throughout the context of addressing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reform of government services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service delivery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unctional objectiv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mecha-
nisms,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onvergent government"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In terms of functional
objectives, convergent government continues and transcends the philosophy of traditional service-oriented gov-
ernment, committing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service.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nvergent government constructs a problem-oriented and service-centere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that is more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compared to holistic government.
In operational mechanisms, convergent government emphasizes data-driven and intelligent approaches, further
optimizing decision-making and service processes based on digital government operational models, improving
service precision and scientificity. Meanwhile, it further increases diversified service channels, enhances inter-
action with the people, and improves service convenience and accessibility.
Article TuPe：Researeh Paper
Keu Words：Integrated Collaboration, Convergent Government, Functional Objectiv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